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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本土化分析评估的哲学基础

——从地方化认识论的角度看

贝智恩

摘 要：当代主流论证理论秉持对自然图景中的论证活动进行理性重建的先验理念，

呈现出论证主体的理想化、论证语言的固定化、论证结构的静态化和论证评估的同质

化等理论特征，未能恰当描述非主流文化以及变动语境下的多元论证实践。广义论证

理论将文化因素引入逻辑研究，使论证概念更具语境敏感性和文化包容性。从地方化

认识论的角度看，广义论证促成了论证研究的本土化转向：首先，广义论证与广义知识

在概念内涵上存在联系，它们的概念组成要素均具备地方性特征，论证步骤成功实施的

背后是地方性知识在起作用。其次，根据地方化认识论针对智性活动的“认知主体–认
知方式–认知效度”三元结构考察法，从“论证主体–论证方式–论证生效性”三个层面
揭示了论证分析和论证评估的地方性，它们构成本土化论证理论的描述性维度和规范

性维度。最后，本土化论证理论的建立表明，论证活动是具有本土特色的人际互动，以

此为对象的论证研究不再是一项建构普适性论证模型的工作，而是使用本土概念如实

记录论证实践以促进跨文化理解与交流。地方化认识论为这一转向奠定了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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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论证，作为一类说理实践活动，普遍存在于所有已知的人类社群中，是维系

这些社群正常运行的一种主要手段且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论证为不同行为主

体间搁置争议、协调立场、达成共识等社会互动设立了有效的解决途径；另一方

面，论证也为行为合理性评价提供了规范性标准。然而，问题的关键是，支配论

证顺利实施的论证规则、评估论证有效与否的规范性标准，以及赋予论证步骤具

体功能的论证程序是否也是普遍的？亦即，是否存在一套跨越社会文化差异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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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论证结构，它揭示并刻画了控制论证成功进行的普适性规则？对上述诸问题

的回答涉及对论证本质及其特点的理解，这是论证理论兴起的初衷。

在西方主流文化中，经典论证理论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它囊括分析学（An-
alytic）、论辩术（Dialectic）和修辞学（Rhetoric）三大领域。其中，分析学催生了
形式逻辑的发展，影响了自亚里士多德以降、经由中世纪直至近现代的论证理论

研究；这一研究进路注重论证的形式化特征，强调前提和结论间的形式支持关系，

在莱布尼兹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布尔、弗雷格、罗素、怀特海和塔斯基等人的努

力，基于形式公理化方法的数理逻辑得以建立。借助学术史的考察和逻辑谱系学

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以形式逻辑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证理论既不是凭空产生

的，也不是纯粹思辨的结果，它产生并依托于通过构建抽象理论来描述世界、同

时以该理论作为方法来处理日常事务和满足实际需求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逻

辑学为其提供基本结构，形式公理系统及其推演成为论证理论的主流。

然而，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情况发生了转变，非形式、非公理化的逻辑研究进

路越来越得到重视，语境和论证内容的重要性也随之凸显。造成这种转变的哲学

基础根植于后期维特根斯坦对生活形式（Lebensform）和社会实践的强调。（[10]）
根据维特根斯坦的逻辑观，所谓逻辑推理（logical inference），就是由社会规则所掌
控的语言博弈，这些规则对置身该社群且参与实际推理活动的成员而言具有逼迫

性（compulsion）。（[9]，第 I部分，第 116节；第VII部分，第 30、35节）彼得·温奇
（P.Winch）追随维特根斯坦的见解，结合社会科学中的逻辑考察，进一步指出，“逻
辑标准不是上帝直接给予我们的礼物，而是产生于生活方式或生活模式中，并且

只有在其中才是可理解的”（[8]，第 100–101页）。维特根斯坦和温奇的观点引出
了对如何描述、提取和应用这些涉及情境的论证规则，以及如何重新刻画论证结

构的追问：图尔敏模型中针对论证评估的“场域依赖性”（field-dependent）的讨论
（[5]）、佩雷尔曼等人提出的“新修辞学”（The New Rhetoric，[4]）、范·爱默伦的
“语用论辩术”（Pragma-Dialectical Approach，[7]）以及借助语言学资源从语用维
度考察论证和推理结构的语用逻辑（Pragmatic Logic，[17]），都是在上述学术背
景下对经典论证理论进行的扩展和修正。他们超越了以往对形式逻辑的偏好，更

加关注日常社会生活中实际发生的论证实践，引入语用和修辞等因素，并采用跨

学科方法进行论证理论研究。

总括而言，西方主流论证理论的论证概念虽经历了从形式到非形式的嬗变，但

主流论证学者们依然共享同一个理论假定：论证研究的核心任务是从先验理性观

点出发，分析和构造有效论证的一般性（普适性）结构。因而，具有上述假定的

主流论证理论存在以下四点局限：

(1)论证主体的理想化：无论是形式论证理论对论证主体的“零主体”处理，
还是非形式逻辑的理性听者、语用论辩术的理性批判者，其论证主体都是事先被



贝智恩 论证本土化分析评估的哲学基础 77

确定好论证角色、被人为地划分到不同阵营、负担着由该角色所限定的论证义务

和承诺、且满足特定理性条件的理想化主体，实际论证主体的社会文化身份被隐

匿了。

(2)论证语言的固定化：从方法论层面看，各种论证理论都是事先确立对论证
本性及其特点的一般性理解，再根据这种理解建构一套研究论证的方法，然后通

过对现实论证细节进行重构，使其适合于运用自身理论来进行分析。在这个分析

过程中，以特定顺序排列的论证步骤的意义（特别是其中所承载的文化意义）被

掩盖了。

(3)论证结构的静态化：西方主流论证理论在讨论论证规则和由此形成的论证
结构时，往往聚焦于具有某些辨识性特征的典型场景（例如制度性语境），由此所

归纳得出的论证规则通常只相对于该场景的论证实践具有约束力，然而，研究者

们却试图证明由他们总结提取出来的规则具有可以扩展到其他语境的普适性，由

此造成了理论本身的语境封闭性和理论目标的语境敏感性之间的张力。

(4)论证评估的同质化：不管是形式论证理论对柏拉图普遍理性的追求，还是
将合理性内置于人类内心义务的非形式逻辑，抑或是将合理性外化为主体间有效

性的语用论辩术，都根植于西方主流文化的合理性观念，这种观念既非放诸四海

而皆准，又限制了论证评估的范围、造成了论证目标的单一化，这种同质化的合

理性概念无法对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各式论证有效性做出恰当分析。

为此，我们需要超越西方主流文化背景下的论证理论，不将理论视野局限在主

流文化典型场景的论证实践，而是着眼于不同文化不同语境下的论证活动；同时，

不将理论建构看作一项建立普适性模型的工作，而将其看作描述性记录以作为增

进文化间理解的概念工具。本文将在逻辑具有文化相对性这一理论基础上（[12]），
从地方化认识论角度考察论证理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论证分析和论证评估。

我们将表明，内嵌于论证活动的社会–文化特征在进行论证分析评估时占据核心
地位，论证规则及其结构具有社群依赖性、语境敏感性和社会规范性，利用地方

化认识论针对地方性知识的独有分析模式，可以为文化多样性背景下的论证研究

提供新视角和方法论，从而奠定论证分析评估本土化的哲学基础。

2 知识概念的扩展：广义知识

认识论的研究对象是知识，自它从哲学中脱胎并逐渐凸显为哲学的主要研究

领域以来，贯穿其理论发展历程的，始终是这一基本主题：对人类认知能力的考

量。而知识概念则统摄着这一主题，对知识概念的理解和刻画，引导着认识论的

研究动向，影响着认识论研究的理论视角。地方化认识论对传统认识论的革新首

先表现在它对知识概念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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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认识论通过充要条件定义法来分析知识概念，将知识还原为几个本质要

素，以此限定知识概念的覆盖范围。其中，最著名的 JTB（Justified True Belief）
定义就是将知识拆解为被确证的真信念，即把信念条件、事实条件和确证条件当

作构成知识概念的充要条件。葛梯尔反例（[1]）和由此引起的针对知识经典定义
的持续争论凸显了传统认识论非文化中性、语境无涉和覆盖面过窄的特点，因此，

有必要扩展认识论研究范围，摆脱对知识概念的本质主义理解，使其能对不同社

会–文化背景下的多元认知实践有确切把握，推动当今认识论发展。（[14]）鉴于
知识概念本身是具有历史性、阶段性、社会–文化性的开放概念，只有用家族类似
来理解、通过对“知识”一词在人类语言中的用法描述、通过对知识在人类实践

活动中所承担的功能说明，才能对知识概念有恰当理解。为此，地方化认识论提

出广义的知识概念：

知识是一种智性活动的产物（the product of intellectual activity），它旨在对参
与该智性活动的认知主体群的生存和发展产生效用。

广义知识围绕智性活动展开，这意味着，要对知识做进一步分析，需要研究智

性活动的内在结构，通过阐明智性活动各部分结构的认知贡献和彼此间关系，从

而完成对知识的一个全面说明。一般而言，一个完整的智性活动，至少由三部分

组成，它们分别构成知识的产生、运作和评估过程：

(1) 认知主体（epistemic agent）——智性活动的参与者
(2) 认知方式（epistemic process）——智性活动的实施过程
(3) 认知效度（epistemic scope）——智性活动的合理性评估

从认知主体看，他（她）首先是作为某一特定社群成员在原生环境下成长起

来的，其基本认知能力的习得离不开周遭环境的塑造作用，同时，在具体参与某一

智性活动时，他（她）又置身于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受到相应环境所设立的规
范制约。其次，一名合格的认知主体应满足两个基本认知要求：(1)对自身的认知
行为负有认知责任（epistemic responsibility）；(2)对他人具有认知信任（epistemic
trust）。前者保证了认知主体对自己所具有的认知能力和由该能力所产生的认知后
果有清晰认识，并能尽心尽力去完成；后者增强了认知群体的凝聚力，为认知主

体从事大型复杂的认知任务创造了条件。最后，符合上述基本要求的认知主体做

出了两点认知贡献：(1)塑造了属于该认知主体群的认知主体的认知能力；(2)促
成了认知主体间的认知合作。通过第一个贡献，新生的认知主体掌握了相应的认

知技能和评价体系；通过第二个贡献，多个认知主体实现了复杂的认知目标。因

此，认知主体只有置身于由特定社会–文化认知主体群所构筑的规范化认知空间
中才能开展认知活动，这个空间具有文化特殊性，却为共享该文化的认知主体获

取知识提供了基础背景和初始条件。广义知识概念实现了从抽象的单一主体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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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文化隶属的多主体的转换，揭示了智性活动参与者的基本定位。

从认知方式看，由于智性活动由一系列认知规则构成，受其指导和支配，因

而对认知方式的分析即是对认知规则的分析。具体而言，智性活动可细化为两个

阶段：(1)知识获取阶段、(2)知识应用阶段。通过第一个阶段，认知主体获取了
知识；通过第二个阶段，认知主体得以实现特定的认知目的，完成具体的认知任

务。在这两个阶段有三种不同的认知规则分别发挥作用：(1)生成规则（generative
rules）、(2)选择规则（selective rules）、(3)适用规则（adaptive rules）。其中，生成
规则在知识的获取阶段确定了哪些认知途径是合法的知识来源，以此指导认知主

体获取知识。选择规则在知识应用阶段的初期帮助认知主体激活知识库中各种知

识的认知功能，并且通过对知识库中的知识与特定认知目标的相关度评估，划定

知识备选区的范围。适用规则在知识应用阶段的后期为认知主体最终决定采用何

种知识来实现特定认知任务的认知目的做出规范性说明。这些规则的指导性作用

和规范性角色是集体赋予的，同时因其在集体中被长期使用和检验而成为稳定的

操作规程，其有效性也在一次次地对遵守和违反规则的判别中得到强化。由于认

知主体群是文化相关的，因而经由群体一致承诺而建立的规则及其遵守机制并非

普适的，带有特定社群的认知特色。在这种意义上，广义知识概念实现了从切身

体悟的私人性到遵守规则的集体性的转换，强调了智性活动实施过程中集体对于

个体在认知贡献上的优先性。

从认知效度看，作为对知识的合理性评估，它的主要工作就是评估认知规则的

执行效果。对应于智性活动的两个阶段，存在两种合理性评估标准和合理性类型。

(1) 在知识获取阶段，合理性评估的一般准则是个人–集体的一致性（Conformity
between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如果知识是认知主体通过正确遵守为其所属
认知主体群所认可的合法认知途径而获取，并且能够以某种形式进入公开场域以

备接受集体的进一步检验，那么该知识就具有基于认知途径的基础合理性（Fun-
damental Rationality based on Epistemic Approach）。(2)在知识应用阶段，合理性评
估的一般准则是目的–功能的适恰性（Aptness between goal and function），它有两
层含义：一是目的–功能适用（applicable），二是目的–功能恰当（adaptive）。如果
知识受认知目的驱动，能够在选择规则激发下显露出与认知目的相关的（外显或

内隐）功能，那么该知识就是目的–功能适用的；如果知识能够与由个体能力、客
观环境和社会规范所构成的认知语境相适应，那么该知识就是目的–功能恰当的。
满足以上两个要求的知识具有基于认知目的的高阶合理性（Advanced Rationality
based on Epistemic Goal）。不论是基础合理性，还是高阶合理性，合理性判断总受
限于某个因素：它或者是认知群体的认知资源、或者是认知主体的认知能力、或

者是特定的认知目标、抑或是社会–文化背景的规范。因此，知识合理性的范围总
是有限的，广义知识概念实现了从普遍有效性到局部合理性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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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广义知识概念是地方化认识论的研究对象，它扩展了传统认识论的研

究范围，是对知识的重新定位；作为广义知识概念核心元素的智性活动由三部分

组成，针对这三部分的要素分析表明，它们都具有地方性特征，广义知识本质上

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故而，针对智性活动三部分结构的地方性特征的描述，构成

了地方化认识论的三元分析方法，它将社会–文化因素和地方性视角引入认识论
领域，具有新颖的方法论指导意义。我们将借助这一思想资源考察论证活动及其

理论。

3 论证概念的扩展：广义论证

如引言所述，论证是一类常见的人类实践活动。鉴于当代主流论证理论未能

如实刻画非主流文化的论证实践，为了扩展主流理论的研究视角，使其兼顾自然

语言论证的语境敏感性和论证的文化相对性，鞠实儿（[13]）提出广义论证理论。
1根据该理论，论证被定义为：

某一社会文化群体的成员，在语境下依据其所属社会文化群体的规

范生成语篇行动序列；其目标是形成具有约束力的一致结论。2

这一定义概括了论证的核心内涵，指出了论证的载体、形式和功能。依定义，

论证的载体是隶属于一个或多个社会–文化群体的成员，其形式是语篇行动序列，
其功能是消除论证参与者之间的分歧和达成一致意见。更重要的是，该定义总结

了论证的五个基本要素：

(1) 主体主导性。论证首先是出于主体在社会互动中的特定行动目标而出现
的，是主体根据具体场景下的实际行动需求所采取的应对举措；其次，论证需要

依托主体来实施，其实施形式和效果依主体论证能力、行为偏好的不同而存在差

异；再者，论证过程对于不同主体而言有不同的意义和价值，论证所产生的结果

也会对主体的信念态度和行动倾向造成影响。

(2)社会–文化敏感性。实施论证的主体属于一个或多个社会–文化群体，在该
群体中依身份地位的差别，显示为不同的意见/立场持有者。文化传统、地域环境、
风俗习惯等社会–文化因素将对论证主体产生综合影响。主体对论点的理解、对论
证工具的选择，以及论证程序的呈现等，都将随着社会–文化背景的变动而产生适
应性变化。这意味着，论证主体不是抽象对象，而是社会互动中活生生的参与者。

1广义论证理论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发展的过程，其早期版本聚焦论证概念的特性，提出广义论证概念（[12]），
而后致力于建立研究论证实践的方法论。本文所讨论的广义论证理论是在框架上更成体系、方法上更趋完备的新

近版本。
2广义论证概念对社会–文化因素的强调和对语境–功能的重视，为其它人文社科研究的理论倾向和方法论选择

提供了独创性视角，此类研究已在诸多领域成功实施，如：基于广义论证的中国古代逻辑研究（[11]）、基于广义
论证的古代算学史研究（[1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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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规则适用性。作为实践活动类型之一，论证的顺利实施需要遵守相应规则，
这些规则在论证内部和外部协同产生作用。论证内部的规则规定了合法的论证方

式，区分出不同的论证类型，使特定论证步骤有章可循，每一个掌握了论证规则

的主体都可以构建出合乎要求的论证。论证外部的规则是由论证发生时主体所在

的社会–文化群体规范所决定的，它是对主体身份归属的确认，限定了论证工具发
挥效用的范围，对主体论证行为序列的铺排产生了约束和影响。

(4)目的导向性。实施论证是为了满足行为主体的特定目的，基本目的是使论
证双方搁置争议、达成共识。但在实际的论证实践中，这一基本目的会根据论证主

体的实际需求而被具体化，同时也会随着论证的展开而细化为一系列子目的，论

证中的每一步都立足于当前的论证状态、着眼于下一个论证子目的而被建构。换

句话说，论证的实施过程就是对一系列子目的的分别满足，而这些子目的最终又

是为满足消除分歧、辩护论点的基本目的服务的。

(5)语境依赖性。一般而言，语境指的是言行在其中发生的具体场所。根据广
义论证概念，论证所涉及的语境是多方面的：既包括论证主体所属的社会–文化背
景，也包括论证实际发生时的实时互动环境。前者是主体作为某社群一员接受教

育、培养技能、进行社会交际等实践活动需遵守的基本行为规范，塑造了主体的

世界观和价值观；后者是主体面对具体论证任务的制约因素，影响主体实际论证

策略的实施。因此，论证的语境依赖性体现在：一方面，对论证方式的选择要根

据论证主体的社会–文化身份所允许的标准进行；另一方面，对论证功能的评估要
根据论证的实际场景来衡量。

将广义知识概念和广义论证概念进行比对，可以发现：由于广义知识定义没

有对知识的具体形态做限定，因此，作为论证呈现形式的语篇行为序列被自然地

囊括其中；又由于论证的实施依托于主体间（或主体自身）经由思想活动而形成

的言语行为，该行为包含主体、具体实施途径，以及衡量论证好坏的尺度标准，符

合智性活动的基本结构（认知主体–认知方式–认知效度），因此该行为属于智性活
动的一种类型；再者，论证的基本目的是促使论证双方的意见统一（或对特定立

场的接受），一旦成功实施，将为社群成员间改善社会关系和建立社会合作提供基

础，这无疑是对群体的生存和发展产生效用的表现。

所以，从概念内涵的联系上看，广义知识概念与广义论证概念存在对应关系：

以消除分歧和达成一致意见为目的的论证，是在社会互动领域中具有说理功能的

知识类型。下面，我们从基本要素角度出发，进一步澄清广义论证和广义知识的

对应关系。

根据上一节的讨论，地方化认识论的广义知识概念具有地方性特征，它们体

现在智性活动的三个组成部分上：

(1) 认知主体：社会–文化隶属的多主体（socio-cultural embedded multi-ag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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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认知方式：遵守规则的集体性（collectivity of rule-following）

(3) 认知效度：局部合理性（local rationality）

若对上述总结的论证五大基本要素做一划分归类，可以看出，论证具有与广

义知识相一致的特点：

首先，论证的主体主导性和社会–文化敏感性对应了社会–文化隶属的多主体
特征：它们都关注主体在推动认知（说理）活动进行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反对

剥离主体的社会–文化身份而将其单一化、抽象化，强调主体间的交互博弈对认知
（说理）活动的影响，以及认知（说理）活动主体的社会–文化因素在塑造主体认
知/论证能力、提供认知（说理）活动智识背景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其次，论证的规则适用性对应了遵守规则的集体性特征：它们均以规则为切

入点，从规则的生成和遵守角度阐明了认知（说理）活动具体操作程序的构成，并

分析规则在保障活动正常实施过程中的规范性作用，同时指出规则的来源是参与

认知（说理）活动主体集体建构和约定的产物，受到外在于活动本身的社群规范

之制约。

再者，论证的目的导向性和语境依赖性对应了局部合理性：它们都承认认知

（说理）活动的生效范围是有限的，这种限制来自两方面：一是各自所承担的功能，

以实现特定功能为目的的认知（说理）活动只要满足了这个目的，就可以声称拥

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有效性；二是各自在其中发生的语境，随着语境的变化，合
理性/有效性的判断标准也会发生变化，只有在特定语境中，才可以对认知（说理）
活动的效用做出判断，由此表明不存在一个超越于诸标准之上且语境无涉的普适

标准。

因此，从概念内涵和基本要素两个方面，我们可以对论证和广义知识的对应

关系列表总结如下：

概念内涵 基本要素

广义知识 认知活动 产物 效用
社会–文化隶属
的多主体

遵守规则

的集体性
局部合理性

广义论证 说理行为
语篇行为

序列

消除分歧

达成一致

主体主导性

社会–文化敏感性
规则适用性

目的导向性

语境依赖性

综上，我们从概念层面上阐明了广义论证作为扩展后的论证概念之地方性特

征。接下来，我们将从方法论层面揭示广义论证作为一种论证理论（研究方法论）

所具有的本土化倾向，通过分别揭示论证理论中最核心的两个部分——论证分析

和论证评估的地方性特征，以此深化对自然图景中的论证行为的哲学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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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论证分析的本土化

作为研究论证性质和特点的论证理论，将随着对论证定位的改变而做出调整。

一般而言，一个完整的论证理论包含两个维度：描述性维度（descriptive dimension）
和规范性维度（normative dimension）。描述性维度从经验角度考察论证如何进行，
规范性维度则从批判层面评估论证应如何进行。（[6]，第 8页）根据两个维度在
关注内容上的区别，可以将论证理论相应地划分为论证分析和论证评估两个部分。

其中，论证分析研究论证的形式、结构及其建构过程；论证评估研究论证的评价

标准，从而在“好”论证和“坏”论证之间做出区分。本节首先探讨描述性维度

的论证分析。

论证分析的核心工作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分析的内容，二是进行分析的工具。

粗略地说，分析的内容取决于对论证本性的理解，而采用何种分析工具则决定了

分析的性质和类型。从历史源流来讲，传统的论证分析分为两大类：形式和非形

式。亦即，采用形式和非形式的工具进行论证分析。3

从分析内容上看，形式的论证分析将论证理解为推理（inference），亦即，由
一系列命题组成的语句集合，其中有些命题作为前提，有些命题作为结论，论证

分析的目标是揭示前提与结论间的支持关系。非形式的论证分析关注普通人在现

实生活中进行的真实论证。与形式的论证分析不同，非形式的论证分析不将论证

的形式固定在前提与结论的支持关系上，而将论证理解为“一个交流和互动的行

为复合体，旨在通过提出一系列论证参与者要负责的命题，使得论点被理性裁决

者所接受，从而消解歧见”（[6]，第 7页）。
从分析工具上看，形式的论证分析采用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具体而言，一种

形式的逻辑工具一般包括形式语言符号、形式公理系统和形式语义系统。非形式

的论证分析主要采用语用学（pragmatics）方法，重点考察语境和目的在论证活动
中的作用。与论证分析的形式进路不同，论证分析的非形式进路不使用包括形式

语言符号、形式公理系统、模型和递归操作在内的句法（syntactic）/语义（semantic）
分析方法，不将论证呈现为某种论证形式（argument form）4，而是从论证具体发生

的场景和论证参与者所要达到的论证目标出发，将论证呈现为论证结构（argument
structure）或论证型式（argument scheme）5。

然而，正如我们在引言中所指出，不管是形式的论证分析，还是非形式的论

3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这种划分倾向就已初具雏形，具体讨论参见 [16]。
4典型的论证形式诸如：

A → B

¬B

A ∨ C

C
5典型论证结构是树状图和图尔敏模型。典型论证型式有诉诸后果论证、诉诸专家意见论证、滑坡论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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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分析，它们都共享主流论证理论的基本假定，从而无法对变动语境，亦即非主

流文化中的论证实践做出适当描画。有鉴于此，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论的广义论证

理论试图克服主流论证分析的理论局限，建立更具语境敏感性和文化包容性的新

型论证理论。

首先，从分析内容来看，论证分析的合适对象是广义论证，亦即具有社会–文化
身份的主体在动态语境中根据所属群体规范生成的、旨在消除分歧和达成一致意

见、具有局部合理性的语篇行为序列。这一内容既不同于形式的论证分析所研究

的前提–结论之间的支持关系，又是对非形式论证分析研究内容的扩充：不局限于
单一的论证形式、对论证的语境做动态解释、关注论证参与者的社会–文化属性。
其次，从分析工具来看，鉴于广义论证对论证载体、形式和功能的广义理解，

以及广义论证与广义知识的关系，对广义论证的分析可以参照地方化认识论的三

元分析法进行。该分析包含认知主体、认知方式和认知效用，与论证分析相关的

是前两个要素——认知主体和认知方式，第三个要素——认知效用与论证评估相

关，留待下节讨论。

广义论证的认知主体，亦称论证主体，是隶属于一个或多个社会–文化群体的
成员。根据地方化认识论对智性活动认知主体的讨论（参见第 2节），在论证分析
中针对论证主体的考察主要关注以下三方面：(1)主体的社群身份；(2)主体对基
本认知要求的满足情况；(3)主体对于论证成功实施的贡献。
具体而言，论证分析首先应明确论证主体所属的社群情况，因为它们构成了主

体实施论证行为的大环境，会对论证实施造成显性/潜在影响，探究内容包括：确定
论证主体属于一个或多个社群、置身于哪个子文化或子群体，总结相应的社会–文
化背景特点，了解该社群特有的价值观念、信仰特色、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等。

其次，论证分析要考察论证主体针对认知（论证）责任和认知（论证）信任的

执行情况。其中，认知（论证）责任要求论证主体对于所要采取的论证步骤有清

晰认识，亦即，该主体有恰当地位和适当能力掌握并实施相关的论证步骤、对论

证步骤可能造成的后果及责任有清晰认知，并且愿意为践行论证活动付出足够心

力；认知（论证）信任要求论证参与者能够彼此将对方视为合规范的行动者，能

够意识到在论证发生的当下彼此共享同一认知背景，亦即作为特定社会–文化背
景中的一员与该背景中的其他成员进行社会互动，同时能够在论证进行过程中根

据自身的子目标和总体的论证目标调整各自的论证行为。

再者，论证分析要揭示论证主体在成功实施论证行为之后对社群生活带来的

影响或改变：是构建了新的活动空间，还是提升了论证主体的能力，抑或改善了

论证双方的社群关系，等等。综合上述三方面考察以构成论证主体的完整分析。

广义论证的认知方式，亦称论证方式，是以规则形式呈现的论证过程，它规

定了论证得以顺利进行的合法步骤。根据地方化认识论对智性活动认知方式的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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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参见第 2节），认知活动包括两个阶段：知识获取阶段和知识应用阶段，有三
种认知规则在这两个阶段起作用：生成规则、选择规则和适用规则。在论证领域

中，论证分析对论证方式的考察也包含两个阶段：论证学习阶段和论证应用阶段。

相应的，有三种论证规则在这两个阶段起作用：论证学习规则、功能规则和语境

规则。

在论证学习阶段，论证分析要观察论证主体通过何种途径掌握合法的论证规

则，以此提炼出论证学习规则；在论证应用阶段，鉴于论证中采取的每一个步骤

都依赖于当下的论证语境和要实现的论证目标，为了确保论证顺利进行，需要有

赋予特定论证步骤以能实现目标之功能的规范，以及辨明当下语境并实时更新的

规范。功能规则和语境规则便是上述两种规范的概括，也是论证分析需要考察的

目标。更进一步，在功能规则和语境规则的协同作用下产生了论证语篇序列，由

此构成一个完整的论证行为。也就是说，综合功能规则和语境规则所刻画的论证

实施步骤，便可勾画出特定论证的整体结构。

特别地，由论证主体和论证方式组成的论证分析，在理论蕴含上与传统的论

证分析（形式和非形式的论证分析）相比，有着自身的特色。在广义论证分析中，

论证主体并非没有社群身份的单一抽象主体，而是带着鲜明的社会–文化特征、拥
有偏好喜恶、能力各异的日常行动主体，受制于所属社群的规范。另外，由于论证

步骤的选择依赖于具体的语境和目的，广义论证分析中的三种规则也是在一定范

围内建立，而且只在一定范围内生效的。其中，论证规则在特定群体中习得，语

境规则着眼于论证实际发生时的具体时空状态，功能规则着眼于具体论证步骤所

指向的论证目的。与形式论证分析剥离论证内容，只关注抽象论证结构不同，广

义论证分析的三种规则均不具有可以任意扩展的普遍性；与非形式论证分析只关

注主流文化的论证实践不同，上述三种规则对论证主体的社会–文化身份不做任
何先行假设，可以涵盖不同文化群体的论证实践，但受制于特定条件。

综上，不管从论证主体，还是从论证方式角度而言，广义论证都具有地方性

特征。因此，相应的论证分析也应以地方性为基本信条：不事先预设与当前分析

语境无关的理论词项，不采纳不为论证主体置身的社群所接受的概念框架，而是

利用当地人的方法工具如实地对具体论证实践进行描述。这是论证分析的本土化，

它将改变论证载体、形式、功能的传统理解，推动论证理论发展。下面，我们转

向论证评估的地方性考察。

5 论证评估的本土化

论证评估研究论证的合理性，它的核心任务是给出判定论证合理性的标准，根

据这个标准，我们可以在“好”的论证和“坏”的论证之间做出区分。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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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设立依赖于对论证合理性的理解。换句话说，为了给出合理性的判断标准，

首先需要回答何为论证合理性。传统上，与论证分析相对应，论证评估也分为形

式进路和非形式进路。

论证评估的形式进路根据两大论证类型——演绎论证和归纳论证——将论证

合理性分为两类。

对于演绎论证，论证合理性被理解为有效性（validity）。根据定义，演绎论证
就是前提为真则结论必然为真的论证。它是非放大性论证，因为其结论并没有超

出前提所断定的东西。所谓有效性，指的是：一个演绎论证是有效的，如果前提为

真，则结论必然为真。从亚里士多德的直言命题逻辑到弗雷格、罗素等人创立的

一阶谓词逻辑，都是演绎论证的典型代表，演绎逻辑学家发明了各种用于判断演

绎有效性的方法，如三段论和形式化公理系统等。对于归纳论证，论证合理性被

理解为支持强度（degree-of-support）6。根据定义，归纳论证是前提或然地支持结

论的论证。它是放大性论证，其结论可以超出前提所涉及的内容，但由于其前提

对结论的支持不是必然的，所以对归纳论证合理性的判断不适于使用有效性标准。

一般而言，当代归纳逻辑学家诉诸支持强度概念，认为归纳论证中前提对结论的

支持关系存在程度上的差异，以此来理解归纳论证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如果一

个归纳论证的前提对结论提供支持的程度越高，则该论证具有更多的合理性。同

样，归纳逻辑学家发明了各种用于判断支持强度的工具，如主观贝叶斯方法、信

念网等等。

由此可见，不管是演绎有效性，还是归纳的支持强度，都是从论证的形式结

构角度出发来刻画论证的合理性。换句话说，形式的论证评估是一种结合了语义

和句法的考察，它关注前提的真假（作为一种语义概念），以及那些去除了实际

内容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句法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有效性和

支持强度都属于一种语义/句法概念。由于欠缺对论证语境和论证形式丰富性的考
虑，形式的论证评估也会遭遇与形式的论证分析相似的困境。这引出了论证评估

的非形式进路。

非形式论证评估的对象是日常生活的论证实例。由于日常论证不局限于演绎

论证和归纳论证两类，因此非形式论证评估拓宽了论证合理性评估的范围，对论证

合理性的考察不仅仅局限于有效性和支持强度。根据论证评估的非形式进路，论

证的合理性由多个层面组成，需要一套囊括多角度的综合评价体系才能进行全面

呈现。

典型代表是由约翰逊（R. Johnson）和布莱尔（J. Blair）提出的“RSA三角”（RSA
Triangle）论证评估体系。其中，“R”指代 Relevance，“S”指代 Sufficiency，“A”

6归纳论证的合理性类型历来有诸多表述，其背后是不同的理论负载，常见表述包括归纳融贯性和支持强度。对

归纳论证合理性类型的梳理，参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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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代 Acceptance。它意指一个包含相关性、充分性和可接受性三元标准的论证评
估体系。（[3]）具体而言，相关性考察论证的前提是否与结论相关，充分性考察论
证前提是否为结论提供了足够充分的好证据/理由，可接受性考察论证前提是否能
被理性地接受。

从相关性角度考虑，一个论证的前提应该与结论具有一种证据性或支持性的

联系，前提为论证参与者接受或拒斥结论提供了某种证据/理由，同时，由前提所
隐含的某些预设或背景信息应该与结论有潜在的关联；从充分性角度考虑，尽管

不要求前提与结论之间具有演绎有效性那样的必然支持关系，但一个论证要被认

为是合理的，其前提应该为结论提供充足的支持证据/理论，并且针对反对意见有
相应的回应策略；从可接受性角度考虑，论证的前提本身应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这种合理性或者来源于自身的性质（分析真理/常识），或者来源于通过合法途径
得来的信念。

概而言之，非形式论证评估从两方面克服了形式论证评估的困难：一方面，

对前提的考察不局限在真/假这对语义概念，将前提合理性判断标准从语义标准
（真/假）扩展为语用标准（可接受/不可接受）；另一方面，对前提和结论支持关系
的考察不局限于形式句法结构，而是引入充分性和相关性这两个语用标准，使日

常论证在形式和内容上的丰富性都能得到合适地对待和处理。这是非形式论证评

估的优势。然而，非形式论证评估也存在非文化中性和语境固化的内在问题，需

要进一步修正和扩充。

下面，我们将利用地方化认识论三元分析的第三个要素——认知效度来讨论

论证的合理性，以此构建论证评估新程序。

根据第二节的讨论，智性活动的认知效度表现为两种合理性类型：基于认知

途径的基础合理性和基于认知目的的高阶合理性。其中，基础合理性的判断标准

是个体–集体的一致性，高阶合理性的判断标准是目的–功能的适恰性（包括：目
的–功能适用性和目的–功能恰当性）。对合理性的评估就是考察认知规则的执行
效果。

作为广义知识的广义论证，其合理性同样具备两个层面：一是基于论证途径

（argument approach）7的基础合理性，二是基于论证目的（argument goal）的高阶
合理性，相应的两种判断标准也与广义知识一致。同时，上一节已阐明，广义论证

的论证方式涉及三种认知规则：论证学习规则、功能规则和语境规则。因此，对

广义论证的合理性评估就是对上述三种规则执行效果的评估。

首先，论证学习规则的执行效果，体现在论证主体进行实际论证时对论证途

7论证途径（argument approach）脱胎于认知途径（epistemic approach），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泛指论证所可
能采取的形式/结构/组成等，既可以涵盖形式评估进路的论证形式（argument form），也可以囊括非形式评估进路
的论证结构（argument structure）或论证型式（argument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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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的选择。如果论证主体所采取的论证步骤，在形式或结构上符合该主体所属群

体的规范，能被群体的其他成员所接受，换句话说，在其他群体成员进行论证实践

时也会采取相同/相似的论证途径，那么从论证基本方式上看，该主体满足个体-集
体的一致性，因而该论证具有基础合理性。比方说，由现代科学家群体组成的社

群接受以形式化公理系统进行演绎推理的论证形式，那么，论证主体采用这种途

径进行论证，且不论具体内容是什么，该论证便先具备了基础的合理性。这意味

着，该论证可以在现代科学家群体中得到进一步检验和分析。

其次，功能规则的执行效果，体现在论证主体面对具体论证目的时，能够从

论证素材库中选出具有可以满足目的的论证功能的语篇，由此构成语篇行为的备

选者。如果论证主体挑选出的语篇行为能够被证明具有实现特定论证目的的功能，

那么被挑选出来的语篇行为集合满足目的–功能适用性。值得注意的是，满足目
的–功能适用性的论证语篇可能不止一种形式/结构，内容和风格可能也存在差异，
为了完成对论证合理性的评估，还需要进一步考察论证主体最终选择的语篇行为

序列是否满足语境规则。

语境规则的执行效果，体现在论证主体进行实际论证时能正确把握自身所处

的论证语境，且所采取的论证步骤与论证语境相符合。认知语境一般包含三个层

面：个体能力、客观环境和社会规范（参见第 2节），具体到论证领域，论证语境
中的个体能力指的是论证主体拥有的论证技能水平，客观环境指的是由其他论证

参与者展示的论证语篇及其对论证目的和当下语境所造成的改变，社会规范则指

论证主体所属的社群之风俗习惯、伦理道德观念、法律规章等制度性事实。因此，

如果论证主体最终选择的语篇行为序列能够与个体能力相适应、与客观环境相融

洽，且与社会规范相协调，那么该语篇就具有目的–功能恰当性。

综上，如果一个论证满足了个体–集体一致性、目的–功能适用性和目的–功能
恰当性，那么这个论证就同时具备了基础合理性和高阶合理性。如果一个论证具

备这两种合理性，那么我们称该论证具有生效性（effectivity）。生效性一词范围广
阔，既可以涵盖形式论证评估所用的有效性标准，又可以涵盖非形式论证评估所

关注的语境和目的因素，同时兼顾了文化多样性和语境动态性，从论证的功能角

度对论证合理性做出判断。

特别地，由上述讨论可见，不管是满足个体–集体一致性的基础合理性，还是
满足目的–功能适恰性的高阶合理性，对论证的生效性判断总要依赖于主体的社
会–文化背景、论证语境和目的这三种因素，在日常实践中，它们都具有一定的范
围，而且是可以变动的。因此，一个在某种社会–文化背景下、在一系列语境中、
根据特定的论证目的被认为是生效的论证，并不意味着它的形式/结构/型式是普
适的，也不意味着在其他社会–文化背景和不同语境中，其生效性判断依然成立。
由此表明，论证生效性的范围是局部的，不存在超越具体社会–文化背景、论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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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目的的生效性判断标准。在这个意义上，论证评估具有地方性。它意味着，对

论证的合理性判断需要回溯到论证发生的实际情境中，根据当地人所接受的论证

建构方法，以及论证参与者在具体论证语境中的行为，参照特定的论证目的，以

论证主体能正确使用本地的论证途径（形式/结构）、论证主体采取的语篇行为序
列能适应实时变化的语境且与论证目标相匹配的标准，因地制宜地开展评估工作。

这是论证评估的本土化。

6 结论：从认识论的地方化到论证理论的本土化

结合上述两节对论证分析和评估本土化的讨论，我们建立了地方化认识论视

角下的（广义）论证本土化理论，其基本架构展示如下：

该理论囊括了论证的本土化分析（考察论证主体、论证方式）和本土化评估

（考察论证生效性），是广义论证在地方化认识论视角下的版本。它表明：借助地

方化认识论的研究方法，有助于从认知角度分析论证概念，揭示论证活动的地方

性特征，并且为建立相应的论证分析和评估理论提供方法论指导。换句话说，地

方化认识论既阐明了论证活动的认知基础，又为更具文化包容性和语境敏感性的

论证理论提供了哲学基础。更重要的是，类似研究可以扩展到其他与地方性知识

具有密切联系的概念上，根据地方性知识特有的“认知主体–认知方式–认知效度”
三元分析方法对这些概念特性进行描述，将拓宽我们看待这些概念的视角，获得

更精准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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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hilosophical Ground of the Localized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Argumen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Epistemology

Zhien Bei

Abstract

Contemporary argumentation theory holds the transcendental ideal that it is possible
to provide the ra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argumentative practices in natural picture, which
shows the traits of the idealization of argumentative agent, the fixation of argumentative
language, the stability of argumentative structure and the homogeneity of argumentative
evaluation, so that it is incapable for aptly describing multiple argumentative practices
in non-mainstream culture and changeable contexts. The generalized argumentation the-
ory brings the cultural factor into studies on logic, shaping the concept of argumenta-
tion with contextual sensitivity and cultural inclusive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epistemology, generalized argumentation makes the localized turn in the studies on ar-
gumentation. Firstly, there are conceptual connection between generalized argumenta-
tion and generalized knowledge in virtue of that their components have local character,
which implies that it is the embedded local knowledge that puts argumentative steps into
effect. Secondly, according to the three-levels method of “epistemic agent–epistemic
process–epistemic scope” in local epistemology’s treatment of intellectual activity, the
parochiality of argumentativ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is revealed from the three-levels
of “argumentative agent–argumentative process–argumentative effectivity”, which con-
structs the descriptive and normative dimension of localized theory of argumentation.
Last but not least, the founding of such a theory shows that argumentative activity is one
type of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with local character, the studies on it would not be a job
for the pursuit of universal argumentative models, but a truthfully record of argumen-
tative practice using local terms for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communication.
Local epistemology sets the philosophical ground for such a 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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